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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絡治理是近年公共行政的重要發展，其中對於治理策略的研究，也是日益蓬勃，然而，只有少部分研究將網絡治理的策略與方案管理的成效進行因果關係的連接，從循證的公共行政研究(evidence-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角度出發，到底有哪些策略因素對於網絡治理的結果具有關鍵的影響，是學界必須回答的關鍵經驗性的問題；更重要的，網絡牽涉到複雜的人類互動溝通與決策的活動，其中文化因素對網絡策略與方案成效之因果關係，會產生甚麼跨文化的差異，也是建構一般化網絡治理研究的重要問題。
本研究為了同時回答前述兩個問題，特別挑選台灣與荷蘭兩國為主要研究對象，進行跨國的比較研究，研究者選擇各國中五個都會地區的城市環境維護方案為政策領域，在2011年分別在荷蘭與台灣兩國抽取共367位負責相關都會環境維繫方案執行的管理者為對象，進行面對面與網路問卷的訪談。而問卷內的變數以方案的結果與過程的評估作為主要依變數，而自變數方面，則是放在網絡的不同特徵、不同管理策略行動上的影響性以及網絡大小-方案的複雜程度(包括參與組織數等)，控制變數方面，除了還有方案管理者在政策網絡上本身處理的經驗(背景因素)外，也將國家此一變數加入控制。本研究的結果除了可以回答前述研究問題外，對於實務上如何協助方案管理者選擇網絡治理策略以獲取方案執行成效，也將會有一定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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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網絡治理是近年公共行政的重要發展，不論是學界還是實務界，網絡可以被視為一種多面向、多層次、跨部門的結構以及管理活動；從治理的角度來看，網絡結構上的特殊性對於公共管理者而言是一種不同於科層的統治現實，從三十年前興起的新公共管理風潮下，政府將越來越多的工作委由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的組織代行，比方說，台灣中央政府從2008年開始推動的「長照十年計劃」，由中央政府以預算的形式提供地方政府針對身障老人的居家、社區、以及機構的照護服務，除了縣市政府的長期照護中心是在各縣市政府內的分支機構以外，幾乎所有的服務提供者不是第三部門就是私部門的工作者，每年這些非政府組織藉著與各地方政府簽訂契約，提供長期照護服務給需要並且通過檢測符合接受服務的老年人；然而，從長照的例子來看，越龐大的政府預算花在長照政策，人民對於長照的意見就會更多，也就是說，公共課責(accountability)的問題雖然會因為網絡的複雜性、特殊性、與非透明性而被弱化(Rhodes, 1996: 662)，但是，只要公共資源在網絡當中被應用，公共利益相關的工作經過網絡來落實，政府在其中扮演依定夥伴或操槳的角色，它就無法避免課責的要求。其中對於治理策略的研究，也是日益蓬勃，然而，只有少部分研究將網絡治理的策略與方案管理的成效進行因果關係的連接，從循證的公共行政研究(evidence-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角度出發，到底有哪些策略因素對於網絡治理的結果具有關鍵的影響，是學界必須回答的關鍵經驗性的問題；更重要的，網絡牽涉到複雜的人類互動溝通與決策的活動，其中文化因素對網絡策略與方案成效之因果關係，會產生甚麼跨文化的差異，也是建構一般化網絡治理研究的重要問題。
本研究為了同時回答前述兩個問題，特別挑選台灣與荷蘭兩國為主要研究對象，進行跨國的比較研究，研究者選擇各國中五個都會地區的城市環境維護方案為政策領域，在2011年分別在荷蘭與台灣兩國抽取共367位負責相關都會環境維繫方案執行的管理者為對象，進行面對面與網路問卷的訪談。而問卷內的變數以方案的結果與過程的評估作為主要依變數，而自變數方面，則是放在網絡的不同特徵、不同管理策略行動上的影響性以及網絡大小-方案的複雜程度(包括參與組織數等)，控制變數方面，除了還有方案管理者在政策網絡上本身處理的經驗(背景因素)外，也將國家此一變數加入控制。本研究的結果除了可以回答前述研究問題外，對於實務上如何協助方案管理者選擇網絡治理策略以獲取方案執行成效，也將會有一定的啟發。
2、 理論文獻與研究假設
網絡治理在公共行政上的重要性，來自於政府治理環境的變革，在現今許多公共政策的治理模式中可以看到，政府在政策決策或執行上和社會團體之間，有更多相互依賴的治理行為，政府和許多上不同型態的社會行動者，因為推動政策的需要，而進行更多的橫向交流，它往往採取一種夥伴關係的治理形式，非以往的層級節制或者是上對下導向的政策指導進行，而是在政策進行上採取更多像是談判或者是資訊上的交換動作( Hanf and Scharpf, 1978; Rhodes 1997; Kickert et al., 1997; Pierre and Peters, 2000; Agranoff and McGuire, 2003; Levi-Faur, 2012)。政府在政策推行上面臨到政策網絡複雜度的問題，不同階層或不同角色的參與者帶來不同的立場以及利益，因此現今的政府治理在許多層面上面臨到更多的挑戰，如2012年所爆發的士林文林苑都市更新爭議案中可知，從政策網絡上如要獲得良好的方案執行成效，絕非僅是完全授權或者是根據法則就可處理得當，有更多方案管理者和背景因素或管理策略必須考慮在內。
1、 理論文獻
本研究根據網絡的三個不同分析角度，來看網絡治理的問題，總共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的三個層次。在宏觀層面上，本研究主要看的是將全體社會作為一個特徵表現，也就是社會大環境的改變，討論此一變數在影響公共政策及政策決策上的能力。再者，中觀層面則是試圖了解的是在政府的層面上，也就是政策網絡上其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最後，微觀層面本研究主要是在了解組織間的方案管理者或是行動者間的關係相互之影響性。
本文主要分析在中觀層次上的分析，也就是政府層次上其組織間的互動關係。本文研究的另一國家-荷蘭，所分析的城市環境維護方案其政策領域，其政府所互動的組織層次有兩種模式，一種為提供市政服務的民間組織，如「城市更新公司」(Urban Regeneration Companies, URCs)；另外一種則是隸屬於政府的市政顧問或是文官來提供相關服務，很明顯地，荷蘭屬於前者，台灣屬於後者。而其環境維護方案的發動由中央政府來統一進行發布，再交由民間組織或者是市政顧問來推動，呈現某種三角或者是兩角間的互動關係。而台灣，所謂城市環境維護方案通常是由政府組織來主要推動進行，有些是中央推動的計畫，有些則是都市自行推動的計畫；但通常和民間組織間並非是完全平行的合作夥伴關係，相反的，常常可能是同一計畫，但是在不同部會間一起合作或者是單獨就專業項目來進行，比方說，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文化局或者是交通局等都可能參與到其中的某一項目，並且和民間的某些組織或者是民間團體再進行計畫上的合作以及協商。因此，中觀層面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現今強調的地方治理，宏觀層面代表政府與其他組織間的「背景圖像」，中觀層面看的就是從過往在政策網絡上垂直控制的指導組織方向，轉為政府組織的行動者和社會行動者間更為的相互依存的關係；這種互賴關係來自於在網絡中行動者們在合作的一段長時間內，對於資源間的相互依賴，並且互相支持去實現政策上的成果(Agranoff and McGuire, 2001, 2003, Meier and O 'Toole, 2007; Provan et al., 2009)。換句話說，中觀層面的網絡分析就是了解「政策問題或政策服務上，更多或更少的行動者間的依存關係狀態分析」(Koppenjan and Klijn, 2004)。 
本研究在中觀層次分六個面向來進行討論：(一)、行動者的相互依存模式。政策上的不同也使不同政策上的網絡行動者有不同的依存模式，像是招標的交付，或者指的是在計畫上的共同合作；後者就比前者有更多的雙向交流；(二)、互動程度。網絡間的行動者必須在其中進行資源交換與資源共享的狀態，因此越是互動的緊密，其網絡在此之下會有更緊密的成果表現；(三)、變動的程度。網絡的變動有許多原因，像是在管理策略上的更動或者是有其他的突發事項的發生，甚至是一些政治因素都有可能影響到網絡的變動程度。而在組織學上可知，在變動性越高的網絡組織上，在管理上是更加複雜，甚至在網絡運作性能上都可能呈現負向的影響；(四)、行動者間的衝突。網絡間如果因為行動者彼此利益或者是立場不同帶來的衝突，其關係與合作如因此造成破壞，這個網絡就不算是一個舒適的場域，也就不利於未來的發展(Scharpf, 1997, Koppenjan and Klijn, 2004, Meir and O’Toole, 2004 )；(五)、信任模式。信任的重要性在於可以降低網絡間行動者互動的交易成本，進而帶來更好的工作效益(參見Klijn et al. 2010b的研究實證分析)；(六)、規則模式。網絡如同組織般，需要某種正式化或內化的規則來進行某一制度化的成員行事規章，來指導網絡行動者的網絡作為。
最後的微觀層次，本研究對於網絡行動者的討論，必須涵蓋個人特質之外更重要的一個因素：「網絡管理」層面；然而，網絡與一般的組織不同，它不能用一般科層架構進行管理上的分析，由於網絡中行動者帶來專業、立場及不同的解決方案，這些因素之間會產生更複雜的交互作用，也因此「網絡管理」一詞所代表的就是如果在網絡管理上沒有足夠的策略規劃，將很難達到良好的方案成效(Meir and O Toole, 2007; Provan et al., 2009; Klijn et al., 2010)。
2、 研究假設
因此在本文上，根據以上分析，從中觀層面上切入去探討在荷蘭以及在台灣其網絡管理活動的不同問題，除了國家文化因素的影響之外，首先將網絡特徵進行分析，也就是網絡的大小、衝突的程度及變動的程度。以上分析這些網絡特徵是如何影響網絡的方案成效。而根據Erik-Hans Klijn的分析認為前三者，更大的網絡、更多的衝突及更多的變動都會導向網絡有更大的管理複雜度，因此在尋求解決方案上會更加的困難，也會導向結果產生的僵局或者是無法處理的局面。另一方面，在網絡管理策略上，更大的網絡、更多的變動產生的時候，會導致更多的管理行動的產生，因為網絡管理策略會隨著網絡的複雜度而增加(Mandell, 2001, Agranoff and McGuire, 2001, 2003, Koppenjan and Klijn, 2004)，但是，當更多的衝突產生的時候，由於行動者不接受管理行動，因此反而會使管理策略減少。另外根據Erik-Hans Klijn在2010的研究分析結果再次進行台灣荷蘭兩方的驗證，則更多的網絡管理策略會導致更好的網絡績效成果(Klijn, Steijn, and Edelenbos, 2010)。因此在荷蘭以及台灣均進行的七大假設如下，其控制變項為方案中問卷填答者在其政策領域上的經驗值：
(1) 假設1 (H1)-網絡中的衝突程度對於網絡的績效產出有負面的影響
(2) 假設2 (H2)-網絡中的變動程度對於網絡的績效產出有負面的影響
(3) 假設3 (H3)-網絡的大小對於績效的績效產出有負面的影響
(4) 假設4 (H4)-網絡的高衝突情形會導致減少人力網絡管理策略
(5) 假設5 (H5)-網絡的高變動情形會導致更多的人力網絡管理策略
(6) 假設6 (H6)-比較大的網絡會有更多的人力網絡管理策略
(7) 假設7 (H7)-在網絡中，更多的人力網絡管理策略會導向更好的績效
   而根據其假設，其基本的研究模型如下圖一，並且由於台灣本身政策網絡的不同特徵，像是政策網絡的管理方案者均為文官，並且來自於不同的城市以及不同的局處，這些不同的文化差異可能都會有不同的網絡特徵表現。因此在文章也會將這些特徵分析出來。
                       圖一  假設模型圖
資料來源：引自Klijn, Sierra,Ysa, Berman, Edelenbos, and Chen (2012)。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跨國合作研究，問卷來自荷蘭鹿特丹Erasmus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Erik-Hans Klijn在這幾年進行陸續進行的網絡治理研究所設計的問卷(參見Klijn, Edelenbos 和Steijn 2010a, Klijn, Steijn and Edelenbos 2010b)。
1、 研究方法
在荷蘭與台灣的研究流程上，首先將Erik-Hans Klijn的荷蘭發行問卷進行中文化的動作，並且根據台灣的不同狀態，像是荷蘭主要是發送給跟水資源政策研究、市容規劃重建及其他和環境相關政策，其提供市政服務的不同民間組織以及其隸屬於政府的市政顧問文官，共發送141位。台灣的環境政策分析上，我們採取分析台灣五都(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的五個進行環境政策的五個局處，經濟發展局/產業發展局、城鄉發展局/都市發展局、環境保護局、工務局/建設局和交通局；共發送227份，後來扣除一份過多問題遺漏問卷，使用226份問卷。抽樣的方式由於問卷對象必須是曾經擔任過政策方案的方案管理人員，或者是有相關參與經驗的文官人員，因此採取的是滾雪球抽樣方法，由介紹或引介的方式找到我們的研究對象，採取的方式為面對面的訪談自填問卷，就是由訪員到訪談對象的機關去發送問卷，在旁等待對象填寫完畢後拿回問卷，基本上不會對訪談對象的填答進行任何的干擾，但會對問卷問題有疑義的時候進行問題的解釋回答。台灣對象詳細數目及分配如下，在每一都以及每一局處盡量做到樣本上的平均分布：

表一 台灣樣本分配表
	　局處
	經濟發展局/產業發展局
	城鄉發展局/都市發展局
	環境保護局
	工務局/
建設局
	交通局
	總和

	　五都
	台北市
	9
	9
	9
	9
	9
	45

	
	新北市
	10
	8
	9
	9
	9
	45

	
	台中市
	9
	9
	9
	9
	9
	45

	
	台南市
	5
	11
	9
	10
	10
	45

	
	高雄市
	11
	8
	5
	11
	11
	46

	總和
	44
	45
	41
	48
	48
	2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荷蘭部分的訪談對象分布如下，民間組織占總樣本的44%，文官占17%，另外則有其他在計劃中的相關人員，但未達未能確定是否隸屬於兩單位的人員占39%，如下表二：

表二 荷蘭樣本配表
	　單位
	人數
	百分比

	市政服務不同民間組織
	62
	44%

	市政顧問文官
	24
	17%

	未知
	55
	39%

	總和
	141
	100%


資料來源：引自Klijn (2012)。

二、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跨國問卷共有121題，總共分為三大方面的問卷題組，除了文官本身背景問題及政策網絡的問題之外，另外還有關於媒體影響、信任層級及公共服務動機等問題。首先先將和本文相關的變項題組進行說明，問卷中自變項理論如網路特徵、網絡管理策略行動，其問卷問題以及理論對照如下表三以及下表四：

表三　網絡特徵的問卷題目
	網絡特徵
	問  卷  題  目

	網絡大小
	請問在這計畫中有多少的主要參與團體或組織參與其中？(1-4, 5-9,10-14,15-19,>20)

	互動情形
	在這些組織中有許多的交流與互動-在這些組織中沒有交流與互動。(在問題兩端給予1-10的給分圈選)

	變動程度
	有許多變動的情形-沒有變動的情形。(在問題兩端給予1-10的給分圈選)

	衝突程度
	在這些組織中有許多的衝突產生-在這些組織中沒有衝突產生。(在問題兩端給予1-10的給分圈選).

	掌控程度
	承辦人在這些互動上有許多掌控性-承辦人在這些互動上沒有掌控性(在問題兩端給予1-10的給分圈選)


資料來源：引自Klijn (2012)。

以上問題除了網絡大小的網絡特徵問題是1-5的選項之外，其他皆是1-10的語意模糊測量法的兩極給分圈選。下表四為網絡管理測量行動的測量題目。分成四種管理測量面向，如對政策網絡的不同組織的集結組織形式的安排(像是公聽會等)；對於政策網絡間組織間的意見交流的公開性；對於網絡間聯繫的機制；或是形塑一個臨時的規則去制約網絡間的參與者。

表四 網絡管理策略行動的問卷題目
	網絡管理策略行動
	問  卷  題  目

	安排（創造一個臨時的組織形式）
	在這個計畫中，政府組織有特別為計畫舉行公民會議式的論壇或類似形式會議。

	
	在這個計畫中，商業組織團體有特別為計畫舉行公民會議式的論壇或類似形式會議。

	
	在這個計畫中，市民和社區組織有特別為計畫進行公民會議式的論壇或類似形式會議。

	公開性（尋找解決方案和提供資訊）
	在這個計畫中關於不同立場之間的交換溝通上是令人滿意的。

	
	在資訊的蒐集上，主要是要讓這個計畫建立起共同的意見以及互相了解。

	連接（跟網絡中的行動者建立一個彼此連接的聯繫機制）
	計畫的管理階層在決策中會諮詢執行人員們的意見。

	
	這個計畫的管理階層，有考量在這個計畫中各方團體和個人之間的關係，像是他們的立基點為何、過去是怎樣發展和現在要怎樣進行。

	
	計畫產生問題的僵局時，承辦人會設法調解不同利益上的衝突。

	程序規則（形塑一個臨時的規則去制約參與者）
	在計畫中有明確的關於合作的組織形式協議。

	
	在這個計畫中的協議有因為本身利益可偏離計畫情形的空間。

	
	在這個計畫中，團體可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撤回已經簽約好的約定事項。


資料來源：引自Klijn (2012)。

在依變項的部份，也就是網絡績效上使用四個題目來進行測量，使的為Edelebos等人在2010年曾經做過的測量網絡績效題組(see Edelenbos et al., 2010; Klijn et al., 2010a). 在績效上主要是去看在網絡中其參與者在解決方案上的組成性、實質性、有效性以及可持續性。題項如下表五：

表五 網絡績效的測量題項
	網絡績效
	問  卷  題  目

	解決方案的組成性
	在計畫中，問題的相關面向有被統整起來。

	參予者的實質性
	一般來說，參與者對計畫的規劃有實質貢獻。

	解決方案的有效性
	在計畫中所運行的解決辦法，確實可以處理計畫所發生的問題。

	在未來的可持續性
	在計畫中所發展的解決問題辦法及策略，在未來問題發生時是有用的。


資料來源：引自Klijn (2012)。

4、 研究結果
本論文在分析結果上主要分成四大部份來說明，分別是兩國的政策網絡與方案管理者的特徵的敘述統計部分、台灣政策網絡特徵分析結果、七大假設的部份以及總樣本、荷蘭和台灣樣本比較的研究模型部分。
1、 兩國的政策網絡與方案管理者特徵分析
在敘述統計的部分主要看荷蘭以及台灣在網絡特徵上的差異部份，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網絡特徵的部份，包括網絡組織大小、組織互動情形、組織變動程度、組織衝突程度；另一部分則放在方案管理者上，分別為網絡經驗及年紀部份，如下表六。
(1) 政策網絡特徵
    網絡特徵以及填答人的方案管理者特徵來看，可發現兩國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之處，敘述如下：
1. 在政策網絡大小上，雖然兩國都有少量和多數的組織參與網絡(從最小值到做大值來看)，但是從平均數來看，可發現網絡參與的組織大小兩國間有不同處，荷蘭基本上屬於中型的網絡，平均環境政策上有大於三個組織參與其中，台灣是比較小的政策網絡，平均約有兩個組織參與計畫之中。
2. 在政策網絡的組織互動情形，兩國從1-10的程度給分上，台灣比荷蘭有更高的互動程度，7.56>4.18，表示台灣的政策網絡的組織互動程度屬於高程度的，而荷蘭屬於偏中間值的組織互動程度。
3. 在政策網絡的組織變動情形，兩國從1-10的程度給分上，台灣比荷蘭有更高的變動程度，6.28>3.38，表示在台灣相對於荷蘭，在網絡上的變動程度是比較高的，而荷蘭屬於相對穩定的網絡。
4. 在政策網絡的組織衝突情形，兩國從1-10的程度給分上，台灣比荷蘭有更高的變動程度，5.36>4.85，表示在台灣相對於荷蘭，在網絡上的衝突程度是比較高的，但是兩者間的差異還不算太大。
5. 在政策網絡的管理掌控情形，兩國從1-10的程度給分上，台灣比荷蘭有更高的掌控程度，7.97>4.92，表示在台灣相對於荷蘭，管理者擁有更高的掌控性以及能力，台灣由於政策網絡的主要管理者皆為文官，因此政府的層級能力掌控性相對於荷蘭會是比較高的的。
(2) 方案管理者特徵
    方案管理者的特徵上，其方案管理人員的網絡經驗值平均都有10年以上，從1-30年間平均分布，而年紀部份也是從20幾歲到60幾歲間分布，平均值的差異不多，台灣的方案管理者的平均年歲為42歲，荷蘭的方案管理者為45歲。
(3) 小結
從以上分析可知，台灣和荷蘭在網絡特徵上有許多的差異，但是在參與政策網絡上的方案管理者則沒有太大的不同。而台灣屬於高度變動、高度互動、高度管理掌控、中度衝突的小型政策網絡型態。荷蘭屬於中度變動、中度互動、中度管理掌控、中度衝突的中型政策網絡型態。

表六  網絡特徵的描述統計
	國家
	網絡特徵
	方案管理者特徵

	
	網絡大小
	互動情形
	變動程度
	衝突程度
	掌控程度
	網絡經驗
	年紀

	台灣
	最小值
	1.00
	1.00
	1.00
	1.00
	6.00
	1.00
	27.00

	
	最大值
	5.00
	10.00
	10.00
	10.00
	10.00
	35.00
	61.00

	
	平均數
	1.84
	7.56
	6.28
	5.36
	7.97
	10.30
	41.96

	
	標準差
	1.30
	2.02
	2.50
	2.40
	1.19
	7.44
	7.57

	荷蘭
	最小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4.00

	
	最大值
	5.00
	9.00
	8.00
	10.00
	9.00
	32.00
	62.00

	
	平均數
	3.28
	4.18
	3.38
	4.85
	4.92
	13.01
	45.09

	
	標準差
	1.29
	2.16
	1.80
	2.00
	2.00
	7.23
	9.60

	總樣本
	最小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4.00

	
	最大值
	5.00
	10.00
	10.00
	10.00
	10.00
	35.00
	62.00

	
	平均數
	2.40
	6.26
	5.17
	5.16
	6.80
	11.34
	43.17

	
	標準差
	1.48
	2.65
	2.66
	2.26
	2.14
	7.47
	8.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台灣的政策網絡網絡特徵分析結果
台灣的部份由於有五都不同城市以及不同局處的分別，因此先進行基本的ANOVA分析，看政策網絡特徵上有無城市以及局處上的差別，而根據分析結果，在不同的城市上其網絡特徵皆無顯著性的差異性(P皆>0.05)。
但是在台灣的五個局處在網絡特徵表現上的差異，經過統計ANOVA分析後，除了政策網絡的變動程度有局處上的差異性外(F=2.68,p=0.03<0.05)，其他皆無顯著性差異。可從下表七看出，城鄉發展局/都市發展局在政策網絡上有最高的變動性7.27，是高度變動性的政策網絡；而經濟發展局/產業發展局的變動程度為5.88為五局中最低的變動性政策網絡。

表七 五局政策網絡特徵表
	局處
	網絡特徵

	
	網絡大小
	互動情形
	變動程度
	衝突程度
	掌控程度

	經濟發展局/產業發展局

	最小值
	1.00
	2.00
	2.00
	1.00
	6.00

	
	最大值
	5.00
	10.00
	10.00
	9.00
	10.00

	
	平均數
	1.80
	7.32
	5.73
	4.75
	7.89

	
	標準差
	1.34
	2.11
	2.23
	2.21
	1.17

	城鄉發展局/都市發展局

	最小值
	1.00
	1.00
	2.00
	2.00
	6.00

	
	最大值
	5.00
	10.00
	10.00
	10.00
	10.00

	
	平均數
	2.18
	7.47
	7.27
	5.91
	7.93

	
	標準差
	1.53
	2.08
	2.27
	2.19
	1.19

	環境保護局

	最小值
	1.00
	1.00
	1.00
	1.00
	6.00

	
	最大值
	5.00
	10.00
	10.00
	10.00
	10.00

	
	平均數
	1.85
	7.90
	5.88
	4.88
	8.24

	
	標準差
	1.39
	2.14
	2.76
	2.48
	1.34

	工務局/建設局

	最小值
	1.00
	3.00
	1.00
	1.00
	6.00

	
	最大值
	5.00
	10.00
	10.00
	10.00
	10.00

	
	平均數
	1.68
	7.40
	6.33
	5.88
	7.75

	
	標準差
	1.16
	1.88
	2.52
	2.36
	1.10

	交通局

	最小值
	1.00
	1.00
	1.00
	1.00
	6.00

	
	最大值
	5.00
	10.00
	10.00
	9.00
	10.00

	
	平均數
	1.73
	7.75
	6.15
	5.29
	8.08

	
	標準差
	1.09
	1.92
	2.49
	2.58
	1.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研究假設的經驗驗證
根據Erik-Hans Klijn以過往經驗和以荷蘭為研究模型為基礎的七大假設，如以台灣和荷蘭匯成同一總樣本(387份)的分析結果來看(如下表八)，卻發現在總樣本上在具有顯著性的表現上，和理論假設有許多不同，如H3、H4及H5；僅H7的方向是符合的。表示策略行動和網絡的方案成效上有正面的影響。而參與者的經驗對此模型的假設上並沒有影響能力。

表八 總樣本上的參數結果
	研究假設
	標準化Beta係數
	標準誤
	T 值

	H1: 網絡衝突程度 →網絡績效(-)
	-0.02   
	0.01 
	-0.29 

	H2: 網絡變動程度 → 網絡績效(-)
	-0.07   
	0.01 
	-1.16 

	H3: 網絡大小 → 網絡績效(-)
	0.32*** 
	0.02 
	6.38 

	H4: 衝突程度 → 策略行動(-)
	0.34***
	0.01
	5.11

	H5: 變動程度 → 策略行動(+)
	-0.14** 
	0.01
	-2.14

	H6: 網絡大小 → 策略行動(+)
	0.06   
	0.02
	1.10

	H7: 策略行動→ 網絡績效(+)
	0.19***
	0.06
	3.47

	控制變項

	參與者經驗 → 策略行動
	0.20   
	0.00 
	4.17 

	參與者經驗→ 網絡績效
	0.04   
	0.00
	0.75


*p ≤ 0.1；**p ≤ .05；***p ≤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這種結果的可能性來自於不同國家間的文化差異，所造成的結果，並且在進行ANOVA分析檢驗上，發現在不同的國家上，和其他自變項間皆有相關的顯著性的不同表現，如下表九。

表九 國家與變項間的ANOVA分析檢驗
	變   數
	F
	顯著性

	網絡衝突程度→ 國家
	4.41
	0.04***

	網絡變動程度→ 國家
	143.44
	0.00***

	網絡大小→ 國家。
	106.37
	0.00***

	管理策略→ 國家
	62.65
	0.00***

	方案成效→ 國家
	11.03
	0.00***

	參與者經驗→ 國家
	11.77
	0.00***


p ≤ 0.1；**p ≤ 0.05；***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並且將國家此一變項，用虛擬變項的方式界定為控制變項，並重新進行假設上的迴歸參數結果再修正，如下表十，在新增國家此一控制變項之後，在總樣本的分析結果上，可驗證成立的為假設H4、假設H6及假設H7，但是衝突程度確實對於策略行動上是正面的影響，表示越多的網絡上的衝突，更導致管理層面上運用更多的策略行動去管理其衝突，而並非消極的認為參與者上的不配合就減少行動。並且在假設H6-網絡大小的確會增加策略行動上的增加。並且假設H7策略行動對於網絡的方案成效上的確是有正面的影響。
並且在放入國家此控制變項後，參與者在領域上的不同經驗值，對於策略行動也有顯著的正的影響性，表示國家此一變項是重要的調節變項，在不同國家上使參與者經驗對於策略行動有不同的反映，為了更排除國家上的影響，以及確立參與者經驗的影響，我們將不同的國家分別進行不同的模型檢驗。

表十 修正後的總樣本上的參數結果
	研究假設
	標準化Beta係數
	標準誤
	T 值

	H1: 網絡衝突程度 →網絡績效(-)
	0.02   
	0.01
	0.32

	H2: 網絡變動程度 → 網絡績效(-)
	-0.07   
	0.01
	-1.07

	H3: 網絡大小 → 網絡績效(-)
	0.02   
	0.02
	0.30

	H4: 衝突程度 → 策略行動(-)
	0.13***
	0.01
	2.37

	H5: 變動程度 → 策略行動(+)
	-0.03   
	0.01
	-0.43

	H6: 網絡大小 → 策略行動(+)
	0.22***
	0.02
	4.04

	H7: 策略行動→ 網絡績效(+)
	0.30***
	0.06
	5.01

	控制變項

	參與者經驗 → 策略行動
	0.17***
	0.00
	3.52

	國家 → 策略行動
	0.25***
	0.06
	4.09

	參與者經驗→ 網絡績效
	0.00   
	0.00
	0.16

	國家→ 網絡績效
	-0.33***
	0.08
	-4.83


*p ≤ 0.1；**p ≤ 0.05；***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了更確定荷蘭與台灣上模型的不同處，因此我們將兩樣本分別進行檢驗，得出結果如下表十一。從下表十一可看出荷蘭和台灣在政策網絡上之不同。
(1) 假設H1-網絡上的衝突對於網絡上的績效的負向的影響
在荷蘭，此一假設是成立的。網絡的衝突程度對於績效的確有負向的顯著性影響力，在台灣雖然是高度衝突的政策網絡性質，但是在績效上卻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性。
(2) 假設H2: 網絡變動程度對於網絡績效的負向影響性
在荷蘭，如果以較寬的鑑定標準來看(p ≤ 0.1)，在荷蘭雖然變項間有影響力，但是方向卻是相反的，也就是說變動程度對於績效反而有正面的影響性。但這在台灣的網絡績效卻是沒法解釋的變項。
(3) 假設H3: 網絡大小對於網絡績效的負向影響性
網絡大小在荷蘭對於績效沒有統計上的影響性，但是在台灣有正向的影響能力，這和Erik-Hans Klijny的理論假設正好相反。
(4) 假設H4: 衝突程度對於策略行動的負向影響性
在荷蘭，如果以較寬的鑑定標準來看(p ≤ 0.1)，此假設是成立的，衝突程度對於績效的確有負向的影響性。但這在台灣的網絡績效卻是沒法解釋的變項。
(5) 假設H5: 變動程度對於策略行動的正向影響性
在荷蘭，此假設是成立的，變動程度對於績效的確有正向的影響性。但這在台灣的網絡績效卻是沒法解釋的變項。
(6) 假設H6: 網絡大小對於策略行動的正向影響性
在荷蘭，如果以較寬的鑑定標準來看(p ≤ 0.1)，此假設是成立的，網絡大小對於策略行動的確有正向的影響性。網絡越大其管理策略就越多。但這在台灣的網絡績效卻是沒法解釋的變項。
(7) 假設H7: 策略行動對於網絡績效的正向影響性
此一假設不管在台灣或者是荷蘭皆是成立的，表示越多的管理行動的確會帶來越好的網絡績效表現。
(8) 控制變項說明：排除不同國家上的樣本互相干擾後，我們可清楚看到台灣與荷蘭的網絡參與者的經驗對於模型上的不同之處。荷蘭上是沒有差異的，但在台灣其參與的文官的經驗值對於策略行動在影響方案成效上是重要的調節變項，表示不同經驗值的文官會有不同的反應表現。

表十一 國家間的標準化Beta係數比較
	研究假設
	荷蘭
	台灣

	H1: 網絡衝突程度 →網絡績效(-)
	-0.23***
	0.09   

	H2: 網絡變動程度 → 網絡績效(-)
	0.15*  
	0.05   

	H3: 網絡大小 → 網絡績效(-)
	0.04   
	0.21** 

	H4: 衝突程度 → 策略行動(-)
	-0.18*  
	0.06   

	H5: 變動程度 → 策略行動(+)
	0.22***
	-0.09   

	H6: 網絡大小 → 策略行動(+)
	0.16*  
	-0.02   

	H7: 策略行動→ 網絡績效(+)
	0.24***
	0.26** 

	控制變項

	參與者經驗 → 策略行動
	0.12   
	0.21** 

	參與者經驗→ 網絡績效
	0.00   
	0.02   


*p ≤ 0.1；**p ≤ 0.05；***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下是整體模型，包括荷蘭及台灣樣本，其變項間的解釋能力，可看出在解釋力上，網絡特性對於策略行動有比較高的解釋能力23.1%，也就是說在不同國家間其進行管理策略行動時，不能夠去忽略其網絡上的特徵重要性。

表十二 模型的解釋量 R2
	變       數
	原總樣本模型
	修正後的總樣本模型(加入國家此控制變項)

	網絡特性對策略行動
	18.1%
	23.1%

	網絡特性對網絡績效
	6.3%
	3.1%

	策略對績效(不包含網絡特性)
	2.9%
	9.8%

	整體模型-策略行動對績效
(包含績效特色對策略) 
	10.5%
	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研究模型部：兩國的因果模型比較
本研究確定結果後，對於整個研究模型的較正，總樣本模型如下圖二，兩國統整資料所得到的因果模型，網絡特徵上只有衝突與網絡大小，對方案成效有間接的影響，而管理策略對方案成效是有直接的影響。為了更確定荷蘭與台灣上模型的不同處，因此我們將兩樣本分別進行檢驗，得出結果如下圖三台灣的模型，以及下圖四荷蘭的模型。











                圖二  總樣本研究模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台灣與荷蘭的模型圖分別來看，就可以看出，在圖一中原始的假設模形，是比較適合用來解釋荷蘭的個案，它僅網絡大小和方案成效的影響，以及政策網絡的參與者對此模型統計上沒有成立，其他的統計驗證皆是成立的；反觀台灣，除了網絡大小以及管理經驗以外，其他的因素都沒有統計上的影響性。這個顯示不同的國家在因果模型上的差異，有可能是非常不同的，當然，這個因果模形的差異分析，仍然是以荷蘭學者所設計出來的模型開始，如果要找出適合台灣的分析模形，就必須要從台灣的現況當中尋找可以建構因果關係的因素，並加以量化測量。


圖三 台灣的研究模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四 荷蘭的研究模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總括而言，本研究的跨國比較分析，台灣和荷蘭在影響網絡方案成效上的因素間有許多的不同。在政策網絡上，管理策略是會影響方案成效的，這在兩國均可解釋，表示良好的管理策略的增加，對於網絡的方案成效上有助益，這可能是唯一可以跨國確認影響方案成效的。但是在其他的影響層面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處，像是網絡特徵對於管理策略影響，台灣和荷蘭就有許多不同。台灣只有政策網絡的大小會影響管理策略，而荷蘭除了網絡大小，還有如衝突程度和變動程度的網絡特徵影響，更不用說在網絡的方案成效上，台灣和荷蘭所影響方案成效上的網絡特徵完全不同了，在荷蘭是看網絡的衝突與變動程度來看對於方案成效上的影響。在台灣，則是看網絡大小，也就是參與組織的多寡，來看方案成效的影響性。在台灣，網絡越大，參與組織越多，方案成效會越好。
5、 結論
本文將網絡治理將網絡治理的策略與方案管理的成效進行因果關係的連接，從荷蘭與台灣的網絡治理的影響性分析來看，我們可發現文化因素，尤其是不同的政策環境因素對於網絡策略與方案成效上的因果關係有很大不同，以下可知台灣和荷蘭間的政策網絡在特徵上的差異，如下表十三

表十三 台灣與荷蘭政策網絡特徵比較表
	國家
	網絡特徵

	
	政策網絡大小
	組織互動情形
	網絡變動程度
	網絡衝突程度
	管理的掌控程度

	台灣
	小型
	高互動
	高變動
	中高衝突
	高度掌控

	荷蘭
	中型
	中互動
	低變動
	中低衝突
	中度掌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十三當中所展現的，不僅是跨文化的差異，更重要的，兩國間的政策網絡差異也正說明了在面對環境政策上差異，而導致治理選擇上的差異；這樣的不同，也同時展現在台灣內部地方政府之間，不同的局處也會有不同的政策網絡特徵上的表現，像是網絡變動程度上，五個局處的政策網絡的變動程度就有高低上的差距。這也通過統計上的ANOVA的檢驗。如下圖五：





圖五  五局政策網絡衝突程度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最後，在管理策略方面，兩國的地方政府，對於網絡治理在策略行動上以及網絡特徵上，都對於網絡治理的結果帶來的不同結果影響，從本文一開始所列出的研究假設，雙方的差異更加明顯。如下表十四：

表十四 荷蘭與台灣間之差異
	研  究  假  設
	荷蘭
	台灣

	H1: 網絡衝突程度 →網絡績效(-)
	負
	---

	H2: 網絡變動程度 → 網絡績效(-)
	正
	---

	H3: 網絡大小 → 網絡績效(-)
	---
	正

	H4: 衝突程度 → 策略行動(-)
	負
	---

	H5: 變動程度 → 策略行動(+)
	正
	---

	H6: 網絡大小 → 策略行動(+)
	正
	---

	H7: 策略行動→ 網絡績效(+)
	正
	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兩國在表十四的比較顯示，台灣在網絡特徵上對於方案成效上的影響力，網絡的大小比網絡中參與人的衝突程度或網絡的變動程度，更容易影響到網絡的方案成效；我們在問卷中也去尋求了政策網絡中其方案的差異，如分析了政策的預算來源(中央、地方或民間)、計畫的性質(一次性或持續性)等，但這些都在統計上對於策略或是計畫上都沒有顯著的影響，因此，網絡的大小代表的參與組織的多寡，為什麼台灣和荷蘭有這一點的不同？這個結果與Erik-Hans Klijn過去幾年的研究論證是也不同的，或許作者們接下來需要去以深入比較兩方政府內部運作因素的方式，去找出相關原因。然而，本研究證實管理策略的增加對於方案成效的正向影響力，證實了積極的網絡管理作為，會導致較優的方案成效；這是本研究唯一經過跨國資料證據而產生出的一般性論述，這是一項重要的證據，告訴我們學界這些年努力在網絡治理環境中，應用各種研究方法，尋找可以獲得更好的管理結果的影響變數，並藉此增加管理策略的績效意涵，是有其實證基礎且能影響實務運作效能的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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